试论中古时代的复合型家庭结构*

                               张国刚

内容提要：

中国中古时代的家庭形态具有复合式特征。它具体表现为“户”与“家”的二元制形式。一户未必是一家，而一家又往往不只一户。这使我们依据户籍文献，按照西方社会学的家庭分类标准，对古代家庭结构所作的分析前功尽弃。唐代复合型家庭关系可以大别为两种形式：“同居共活型”和 “同籍别居型”。中国古代亲族之间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二元式复合型家庭结构乃是常态，而非变态。大多数家庭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同籍别居”和“同居共活”的复合式结构。官府这方面的政策，不仅有防范赋税流失的意图，也有鼓励亲属互助，建立自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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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类型的划分，一般使用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概念。例如，把由一对夫妇与其子女组成的家庭称为核心家庭；夫妇与子女及父母组合在一起，构成三代直系血亲关系，被称为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是指两个以上的兄弟各自的核心家庭组合在一起；主干—联合家庭则是在祖父母之下，还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各自的核心家庭组合在一起。这种家庭分类方法的好处是，它使家庭关系的结构简单明了，便于说明不同家庭结构下的财产关系、人际关系等。在核心家庭中，就没有主干家庭那样复杂的婆媳关系；在联合家庭里，则少不了妯娣之间的纠纷。

但是，用这种概念来分析古代的家庭结构，往往有窒碍不通之处。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简单明了，古代的经济社会关系却复杂得多；家庭形式及其内部关系也远为复杂。而中国古代的家庭关系又更是复杂。也就是说，无论从空间领域（中国）来看，还是从时间范围（古代）来看，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家庭分类体系，都不完全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中古时代的家庭形态的复合式特征。

所谓复合式家庭特征，首先表现为“户”与“家”的二元制形式。一户未必是一家，而一家又往往不只一户。这种情况导致我们依据现存户籍文献，利用西方社会学的家庭分类标准，对古代家庭结构所作的分析前功尽弃。例如，有学者对敦煌地区的户口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说，该地区核心家庭为52.4%，主干家庭为16.7%，两者相加为69.1%。但是联合家庭也有18.3%。亦即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存在兄弟同财共爨的现象。但是，当我们不能肯定那些表面上登载于一个户籍下的人口，并不是同居合活的一家；或者那些实际上共同生活的一家人其实登载于不同的户籍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相信这些统计的家庭类型反映了实际情况呢？本文试图通过文献材料和出土文书材料的分析，揭示中古家庭形态的复合形式及其意义。

                一、“同居”概念的法律释义

首先，我们从同居的法律概念谈起。按照一般的理解，“同居”是一个家庭的起码前提。但是，作为法律概念的“同居”具有特定的含义，与一般语词中把同居理解为一起过日子有所不同。“同居”作为法律用语，根据沈家本《同居考》的研究，最早见于《汉书》卷二《惠帝纪》的即位诏书：“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颜师古注云：

同居，谓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与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财也。

沈家本说：“‘同居’二字，始见于此诏，《汉律》之名词也，汉人如何解释，已不可考。”
 然云梦秦简中已经有“同居”一词，如： 

        1、“同居”，独户母之谓殴（也）。

2、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

有学者考证云：第一条中同居是指一户中同母之人，强调血缘亲属关系。第二条则说同户籍者便被认为是同居。即秦律判断同居的标准有二，一是亲属关系，二是同户籍者。但，两条中户籍更为重要。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同居法的判断标准仍然是户籍，包括亲属和依附人口都被算在同居范围之内。
 

    唐代同居范围被扩大。《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同居相为隐”条云：“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疏议分三个层次解释云：

    “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

    “若大功以上亲”，各依本服。

“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虽轻，论情重。

可见，这里把“同居”的概念定得比亲属要宽泛。第一层次是只要“同财共居”，即使无服，也在法律上属于“同居”的范围，这可以看作是依附人口（如奴婢、及部曲客女之类）的同居向良人范围的扩大。第二、第三层次中所提到的属于亲属关系（均为有服者），即使其不共财，在法律上也属于同居者。这样三个层次的同居现象被律文称为“诸同居”。为了避免一般语词中的同居（共同生活）与法律术语的“同居”相混淆，律文使用了“共居”这个词作为一般语词，用“同财共居”来说明法律上的“同居”概念，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总结一下上面的意思是，唐代法律中的“同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只要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即真正生活在一起的亲属或非亲属；另一种是，凡血缘关系或伦理关系比较密近的亲属，即使他们不是同财共居，也在法律上可以算作同居。当然，法律上的这种同居概念是为了界定“有罪相为隐”的刑事豁免范围而定的。我们从借鉴的角度把它引入到家庭关系这种民事活动领域，发现同居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一起过日子的所谓同财共活，但是，同居的各“家”却不在一个户籍上。第二种是并不在一起过日子，但是，各“家”却拥有同一个户口，拥有同一个名义上的“户主”，即所谓同籍别居。
 户口登记成员与共居家庭成员的不一致性，构成了唐代家庭形式的二元结构模式。

                          二、“同居共活”的复合家庭模式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伯3774号文书，即被题名为“丑年（公元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所体现的唐代同居共活的家庭关系。
 学术界其实早已有人注意到了敦煌僧人同居合活的现象。如伯2222纸背《咸通六年（865）前后僧人张智灯状稿》记载张智灯与叔侄等共同耕种生活；伯2717《李苟奴与新僧王富盈契》提到“内有同活兄弟叔侄”；斯528《三界寺僧智德状稿》提到僧人智德“出生便共董僧正同活”，二人为师徒关系，这个徒弟还把老父亲和婢女也带来与董僧正一起共同生活。
 这些人中就有的是属于同财共居而“无服”那一类。这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在敦煌文书斯4654号纸背记载的兄弟分家后仍然同居共活的情况。《慈惠乡百姓王盈君请公凭取亡弟舍地填还债负诉状》云：

慈惠乡百姓王盈子、王盈君、王盈进、王通儿

    右以盈子等兄弟四人，是同胎共气兄弟，父母亡没去后，各生无义之心，所有父母居产田庄屋舍四人各支分，弟盈进共兄盈君一处同活，不经年载，其弟盈进身得患累，经数月除治不可。昨者至死。更兼盈进今岁次着重役，街□无人替当，便作流户，役价未可填还，更缘盈进病之时，羊债油面债，总甚繁多，无人招当，并在兄盈君上□。其亡弟盈进分了城外有地七亩，有舍□，城内有舍□,□况与兄盈君投款，并取填还债负及役价。其盈子拦怜不放，君取近无□无□投生，伏望太保阿郎惠照贫乏之流，不收□□伏请亦□□下处分。
这件文书涉及到一个兄弟四人分家后的家庭关系问题。大体是说，慈惠乡王盈子、王盈君、王盈进、王通儿四人是同胞兄弟，父母去世后分家。“所有父母居产田庄屋舍四人各支分，弟盈进共兄盈君一处共活”。不久盈进身患重病，不到一年就病亡。可是盈进却在当年轮到要承担重役。由于无人承当，就被当做流户看待。流户的“役价”无法填还，乃由同居之户承担，而盈进生病时本来就欠了很多债务也落在盈君头上。盈君不堪重负，提出要把盈进在城外的7亩土地和城内外的房舍，拿来“填还债负及役价”。下文的内容不太清楚，大体是长兄盈子对于此事有不同看法，不让用盈进的房屋田地来抵债。假若如此，那么所有债负及役价就得由同居之户王盈君负担，为此盈君提出诉讼。

这里的录文还有一个关键地方不太清楚，即死者盈进的房产和田亩是与兄盈君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同居合活），究竟是王盈君企图以抵还债务和役价的名义，独吞亡弟的田舍激起其他兄弟（如盈子）的反对呢？还是王盈君真的很穷困，需要变卖亡弟田宅去填还盈进留下的债务和役价？就弟弟盈进的役价而论，人既已死，其役自当可免除；即使是官府照收役价了，还是可以提出诉讼的请求。而同居的弟弟因生病借债就纯粹是比较私人的问题，究竟借了多少债？借了谁的债？固然可以有一笔帐，但是，哪些钱是为弟弟治病借的？哪些钱是过日子的日常花销掉的？既然兄弟同居共活，似乎很难区分得清清楚楚的。

然而，从状文内容看，王盈君也许的确是属于“贫乏之流”。为了照顾弟弟而欠负债务。现在王盈子不同意变卖亡弟的房产，莫非也想分一杯羹，希望对亡弟王盈进死后留下的田地房屋等财产处理也有兄长的一份权利？文书并没有直接说明这四个兄弟是否还保留着同一个户籍。我们可以作些推测。首先，既然盈君与弟弟盈进同居共活，政府派役却仍然分开来派（如弟弟盈进当年该承担重役云），说明乡里编排役事的时候是把盈进和盈君各作一个独立的户籍来排定的，这就间接证明他们兄弟二人是别籍共居的家庭模式。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王盈君才有理由提出弟弟盈进的债务由变卖盈进本人的田产来偿还的诉求。其次，在王家兄弟眼里，盈进与盈君也是两家。否则，大哥盈子就不会反对变卖亡弟的财产以偿还债务。当然，毕竟同居的兄弟与别居的兄弟有所不同，所以，盈进的役价和债务才会自动摊到同居的盈君头上。

总之，王盈君和王盈进同居别籍的情况表明，尽管在实际生活中，同居的两家在经济生活上没有彼此的分别，但是，在官府的管理或者本家兄弟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两家，构成一种复合的家庭形态。

以上这个例子是穷人的同居合活家庭的田产纠纷问题。下面看看官员及地主之家的同居合活家庭的土地问题。例如，《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01《唐故邕管招讨判官、试左清道率府兵曹参军事、清河崔公墓志铭并序》云：崔洧（783-836）“性贞独退默，态度不能与时势合，每安所安适所适而已矣。为孀姊、幼弟、孤侄主衣食，遂求署小职于淮泗间，仅十五岁。太和初，为戎府招，授试卫佐，竟以累牵，未及南行。府除。九年冬，溯汴如洛”，结果于开成元年病死。“不幸不娶。有女三人：大吴、小吴、盛儿”
可见，崔洧实际上并没有到邕府去任职。他也并没有结婚。其丧葬事是堂侄们帮助做的。他在世时“为孀姊、幼弟、孤侄主衣食”，死后也由诸位侄儿办丧事，甚至没有结婚。这样一些人在一起生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家庭形态。

又如，博陵崔众甫的妻子李金（727-794）主持家政，墓志记载其事迹云：“抚甥侄慈，接姻戚义”。一度曾经“中外相依，一百八口。夫人承下抚，言行无怨”。由于“既寓荒服，家素清贫，夫人有黄金数两，命货之，衣食孤幼，财不入己。”丈夫去世后，“夫人竭所有以奉丧…家即窘乏，依于季叔太傅，娣姒同居，甥侄皆在。……家之百役，命先服劳，恕而行之，故人归厚”。
这篇感人的墓志就是亲受其惠的侄子契臣写的。可见，崔氏在宗妇李金的主持下，无论是中外相依的百余口，还是娣姒同居、甥侄皆在的大家庭，都是一种“同居共活”的家庭形式。

再比如荥阳郑鲁家：
……其二仲为时名公，曰敬，官至绛州刺史；曰□易，官至工部郎中。……迨绛州、工部相继凋谢，府君顾谓诸子曰：“善自位者，然后为用。前日家声不泯，翳我二仲，而今而后，非我所及；度吾能者，奉先训，养诸孤，以谨家傃，其殆庶乎”？谓京师艰食，终不能衣食嫠幼，往岁工部佐戎于荆，尝植不毛之地数百亩，芜废于兹亦一纪矣。府君乃喟然南来，复垦于是，疏卑为溉，陪高为亩，及今三岁，而岁入千斛。是岁分命迓二嫂氏洎诸孤于二京。……（此时郑鲁已病重）诸子以（二嫂至）闻，则轩然而作曰：“二嫂至矣，吾家毕集矣。吾往今而瞑，庶无愧矣”。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郑鲁虽然在兄弟去世后操持家事，照料两位嫂子和诸侄，但是，他用来复兴家业的数百亩土地，乃是曾官至工部郎中（或为带职）的二兄郑易在荆南节度使幕府时购置的田产。鉴于在京城生活昂贵，郑鲁迁徙到荆南去种植粮食（当然是雇用农民来种植），三年就达到岁入千斛的收成。这样可以把在京城的二嫂等家眷接来，从而“吾家毕集矣”。 

总之，以上这些官宦地主之“家”，无疑都属于复合型的家庭模式。其特征是，它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家庭组合在一起的复合形态。但是，又不同于联合家庭。联合家庭在政府的户口登记中只是一个家庭单元；而复合型家庭则是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家庭单元的组合。虽然以后它们会分拆开来（这不同于“分家”），但毕竟这些家庭在其家庭发展周期上的某一个阶段采取“同居共活”的复合家庭形式。

                 三、“同籍别居”的复合型家庭模式

所谓同籍别居的复合式家庭模式，主要有如下特征：他们在官府管理中属于一个家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家庭并列。

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一则涉及到一个叫严令子的同籍别居之家的田产纠纷案子，文书云：

    景□三年十二月    日宁昌乡人严令子妻白辞

        夫堂弟住君

    县司：阿白夫共上件堂弟同籍，各自别居，一户总有四丁，三房别坐。籍下见授常田十亩已上，除夫堂兄和德为是卫士，取四亩分外，余残各合均收。乃被前件夫堂弟见阿白夫并小郎等二人逃走不在，独取四亩，唯与阿白二亩充二丁分。每年被征阿白两丁分租庸，极理辛苦，乞请处分，谨辞。

这是景龙三年（709年）的一份讼辞，文书的下文说“安乐坊，严住君，右奉判付坊追住君过对者。依追到，今将随送，依状言。”县司受理了这个案件，命安乐坊追严住君调查审理。下面是坊正追问严住君后得到的供词：

【一段二】亩王渠，  一段二亩杜渠，【 一段二亩半樊渠，充伯及堂兄一丁一老丁分。】

【一段二亩樊】渠， 充兄令子分。 【 一弟新丁，未授地。】

一段一亩王渠， 一段一亩匡渠，

右同前上件地住君分。

三易部田，总廿三亩，伯老一丁每易六亩，令子、住君二丁，每易各授二亩。

谨辩被问，得堂兄妻阿白辞称，云籍下田地诉有□得者。县判准状问者。谨审，但住君据现种田地段亩如前。三家同籍别财，其地先来各自充分讫，不敢偏并授田。去八月内，北庭府史匡君感与堂兄妻阿白钱一千文，充匡感弟迦吕□价，见付人康伏生、匡君政母【等具】知。被问，依实谨牒。
                           景龙三年十二月  日   严【住君】牒

【三易部田，总】廿三亩。常田六亩，和德佃种；二亩住君佃种；更有二亩，弟令子佃种；其逃人迦吕元未给授田地。三易部田，人各每年佃食二亩。被问依[实]谨辩。

严住君的供词否认了他多占阿白土地的情况，并且列出土地段亩详细说明，某处多少土地属于某人名下佃种等详细内容。最后，县司汇总两方面的证词而得出审理结论：

夫堂弟住君

右得严令子妻阿白辞称，，夫共上件堂弟同籍，各自别居，一户总有四丁，三房【别坐。籍】下见授常田十亩已上，除夫堂兄和【德为】是卫士，取四亩分外，余残各合均【收。乃被】前件夫堂弟见阿白夫并小郎【等二人逃走不在，独取四亩，唯与阿白】二亩充二丁分。每【年被征阿白两丁分租】庸，极理辛苦，请处分者。

判【付安乐】坊追住君过对。得坊正白君才状送，问得款：王渠二亩，杜渠二亩，樊渠二亩半，充伯及堂兄一丁一老丁分。樊渠二亩，充兄令子分。一弟新丁，未授地。王渠一亩，匡渠一亩，充住君分。三易部田，总廿三亩，伯老一丁每易六亩，令子、住君二丁，每易各授二亩。其地据□种收如前。三家同籍别财，其地先来各□均分讫，不敢偏并授田。去八月内，北庭府【史匡君】感与堂兄【妻阿白】钱一千文，充堂弟迦【吕□价】，见付【人康伏生】、匡君政母等具【知】。（后缺）

综合以上文书所显示的内容可知，案情涉及到一个叫严令子一家的事情。这个严令子与弟弟小郎和堂兄严和德、堂弟严住君均属于“丁”，实际是分为3家居住，即严令子与小郎一家，严和德卫士一家（与父亲同住，即所谓伯父者），严住君一家，所谓“三房别坐”。但三家却是“同籍别居”。原告阿白称，在这个户籍之下一共被授有10亩土地，除严和德因为是卫士独得4亩外，另外6亩地三丁均分，各得2亩，也承担相应的租庸调。现在由于阿白的丈夫和小郎外逃，住君强占4亩，而只留给阿白本人2亩，“充二丁分”（另外4亩为卫士严和德名下）。为此阿白提出诉讼。

但是，被告的辩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被告严住君说，这些土地本来严令子和他本人就各只有二亩地。另外还有一弟是新丁，尚未授地。这个新丁可能是逃走的小郎。

住君还引出一个新线索说，北庭府史匡君感给阿白1000文钱，充“堂弟迦吕□价”。这个关键的“□价”在图录本上也无法看清是什么，以致我们无法作出判断。究竟是地价？还是什么逃户租庸之价？（这个迦吕是逃人，没有被授田）住君辩辞总的意思是说，他本人没有独取四亩地。至于阿白独纳二丁之租庸，似乎另有隐情。住君还举出了证明阿白接受了那一千文钱的两个证人康付生和匡君政母。由于文书后面残缺，我们无由知悉案情最后怎么发展。

这个案子的起诉和立案受理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可供思索的问题。

首先，严氏兄弟四人是伯叔兄弟（即同祖父的从兄弟）。父亲那一辈也许就已经分居，伯父仍在。但是，三家还是在一个共同的户籍之下。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朝廷严格限制析户，防止降低户等的结果。
 但是，根据唐朝的法律，“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
 这种同籍别居之户，其户主与家长由谁出任呢？即使是名义上的家长，也会带来许多连带的法律责任。
 当然，从本案的情况看，地方官府显然是对这种家庭形态采取认可的态度，不仅乡里如此，即使是在向县司诉讼也不回避此类家庭纠纷。说明朝廷的法令与实际社会状况是严重脱节的。

其次，4个丁口，一共只有常田10亩多地，三易部田23亩，
可见授田严重不足，这也许是严令子和小郎逃走的原因。原告阿白说，4丁之中，因严和德是府兵，分得土地4亩；被告住君则说，因为老人伯父在，分常田6亩半；三易之部田每易6亩。这里有2亩之差，一说是在严住君名下，一说原本就在伯父一家名下。我们当然无法分别究竟谁是谁非。但是，这里涉及到同一个户籍内土地和赋役的公平分配问题，它是使别居异财的几个分居家庭发生经济纠纷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个户籍内的土地分配，有向府兵或有老人一方倾斜的分配原则，似乎无论官府还是当事者本人都认可这件事。文书上说：“三家同籍别财，其地先来各□均分讫，不敢偏并授田。”似乎这个土地是坊正主持授田事务之时已经根据家有老人、有府兵的原则划定的，这样“不敢偏并授田”的话才有所指。
再次，租庸调的负担本来就是按照丁口数来交纳的，唐朝官方严格禁止人丁逃亡，措施之一是逃亡者家属要代交其租庸。唐朝户令：“诸户逃走，令伍保追访，三年不获除帐，其地还公。未还之间，邻保近亲，均为佃食，租庸代输。户内口逃走者，同户代输，三年（或六年）不获，亦除帐，地准上法。”
 全家逃走，亲邻代输；户内有人逃走，其他亲人代输，所以，阿白才必须为逃走的丈夫等输纳二丁租庸。与此同时，逃亡者的土地仍然保留。这就是阿白的诉讼要求保持丈夫等分内的土地、控告堂弟严住君多占了其土地的法律根据。因此，她既不需要隐瞒逃亡之事，除非土地被收回，否则也不能要求免交逃往亲属之租庸。此外即使如阿白控告的情况，严住君不过多占了两亩地，却“每年被征阿白两丁分租庸”。两亩地征两丁分租庸是否值得？是按照“每丁授田百亩”的原则规定交纳租庸呢，还是因为授田少有所减免？我们推测是按照每丁百亩的标准统一交纳。后来发展起来的地税青苗钱，按照实际种植面积征收，就是弥补原来租庸征收方式不足之故。

    总之，阿白及其与严住君的纠纷实际涉及到作为同一个户籍下，从官府那里获得土地分配与赋役负担的分摊配额问题。由于他们在名义上只有一个家长、一个户主，不仅会带来法律上的责任纠葛，而且会在户籍内人口发生变化时产生土地与赋役的再分配危机。因此，同籍别居决不仅仅止于名义，而是有实质的法律与经济内容，从而使这种家庭结构带有二元式复合型特征。

                   四、提出复合式家庭模式的意义

复合式家庭形态其实反映了中古家庭的重要特征——家族之内的家庭边界具有模糊性，或者说家庭与家族关系的依存度很高。

现代家庭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古代则未必。文书中关于户籍的记载是清楚的，但现实生活中则未必是一家人。前举严令子一家，如果制作手实或登载在户籍册上，就可能是：户主严令子，白丁四人，老男一人，丁妻一人。我们根本看不出其别居的情况。前举王盈子家的户籍簿上很可能记载着：户主王盈子，白丁四人，……。也看不出四兄弟分家别过，其中有两个兄弟同居共活的情况。只有乡里的户籍主管里正，或者县司的主管官员是掌握“同籍别居”异财和别籍而“同居共活”的真实情况的。

我们下面举几个具体例子来分析一下户籍上的家庭人口。例如《神龙三年（707年）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记这样一户：

      户主竹畔德年五十           卫士

          口大小总九  丁男二  寡妻一  丁妻一  小男一  小女三  丁女一

            丁弟僧奴年四十二  卫士

      合已受田一十七亩四十步

这里的竹畔德50岁，弟僧奴42岁，却又有一寡妻，当是亡故的一位兄弟留下的遗孀（父辈留下的年轻的后母的可能性也不完全排除）。丁妻是健在的兄弟中谁的妻子不清楚，寡妻是否被健在的兄弟中之一人收继为妻也不清楚。但是，结合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同籍别居”的家庭模式，特别是阿白作为嫂子控告诸叔的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这样的兄弟二人与寡嫂（或寡弟媳、寡后母）同财共居的可能性比较小。

同一点籍样又有如下一户人家：

户主安善才年五十           勋官

          口大小总八 丁男三  丁妻二   丁女一  中男一  黄女一

            丁男难及年四十   卫士

这里丁男与户主的年龄仅差10岁，他们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就很难判断。还有一位丁男，年龄当略小，也许与户主有父子关系。户中有丁妻2人，则至少是两个所谓核心家庭的组合。还有一丁未婚、一丁女未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一家有同籍别居的可能性。

再如，《唐开元十九年（731年）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记有一户：

      【户主】□□□□（后缺）

          女修思  年拾肆岁     eq \o\ac(□,小)【女】
弟大智  年贰拾捌岁  废疾开元拾□年（后缺）

□□意  年叁拾壹岁  丁女空

妹小 eq \o\ac(□,？)  年贰拾叁岁  丁女空

伯母韩  年陆拾捌岁  老寡空

姑汉足  年柒拾玖岁  老寡，开元拾陆年籍（后略）

文书的下文详细列举了该户的应受田106亩，其中永业田15亩，居住园宅70步已受。按，这个户籍里的户主当是一个丁男。与女儿以及成年的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甚至还有伯母和姑母。伯母为老寡，是否分家后再合户，我们无从猜测。但姑母为老寡，说明是出嫁后回到娘家的。出嫁的女回到子侄当家的娘家如何登载入户籍？我们在史料里看不到相关的记载。唐朝法令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
 则68岁的伯母和79岁的姑母作为寡居之老人被侄子收养合户，乃是法律要求的事情。至少我们可以把它算作本文前面提到的“同居”的一个例子，即直系与旁系血亲关系都在一个户籍内，构成同居关系。文书中弟大智、姑汉足后面都另有注记，注明开元十六年如何如何，颇疑与合户之事有关。如此看来，这个家庭很可能是从同居别籍的复合型家庭发展到同居同籍的单一家庭，显示了复合型同居家庭发展到单一家庭的一种可能性。

再看《唐开元十年（722）沙洲敦煌县悬泉乡籍（草案）》记有一户人家的情况：户主郭玄昉年56岁，白丁，下下户，课户现输。其家庭成员有妻李氏50岁，开元七年从尊合贯附。即三年前从尊亲而合附于户贯的。妻子是合贯的，那么丈夫也应该是合贯的，其下儿子思宗22岁、儿子思楚17岁、女儿伏力19岁，都写明是开元七年从尊亲合贯附，这就有些奇怪了。除非是三年前郭玄昉的父母或其中的一方仍然在世，若然，则也会在簿籍上写明的。但不管如何，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复合式家庭被发展成单一家庭的例子。

另外，吐鲁番文书武周载初元年（690年）西州高昌县手实中有户主为康才宝的一户人家（武周新字改回）：

    户主康才宝年肆【拾】（缺）

           女胜姜年贰（缺）

           度弟妻（缺）

           女行檀年拾贰岁    □□

           弟才艺年叁拾肆岁  白丁

           妻高年叁拾岁      丁妻

           弟真宝年叁拾陆岁  丁□

           婢真珠年伍拾贰岁  □□

右件口旧有□

           男玄应年拾（缺）

           男玄素年柒（缺）

           男玄寿年肆岁     小□

           女普敬年陆岁     小女

           男玄忠年伍岁     小男

           侄男怀文年伍岁   小男

右件口漏籍请（缺）

        合受常部田
           一段三亩半六十步（后略）

                                     （前缺）户主康宝才牒

文书最后缺略的文字如果补足的话，根据其他手实的行文格式应该是：

        牒件通当户新旧口并田段、亩数、四至，具状如前。如后有人纠告，隐漏一口，求受违敕之罪。谨牒。

                         载初元年一月   日户主康宝才牒
这样一户新旧口14人的家庭，户口记载可能有文字的伪误，这是一个至少由三个成丁的兄弟及其亲属组成的大家庭，不能排除有三房别住、同籍别居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论述，唐代复合型家庭关系可以大别为两种形式：第一，“同居共活型”。这种家庭形态，形式上采取联合家庭的形式。虽然户籍上并不是一户，赋役也分别承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共同承担生活负担。生活上采取合伙生活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是，财产有分有合。对于官府而言，是分的；对于家庭而言，是合的；对于小家而言，是分的，对于大家而言，是合的。

唐代复合型家庭的的第二种形态就是“同籍别居型”。这种形态的家庭对于官府而言，只有一个户主，一个家长。但是，对于内部来说，却是各家独立过日子。他们之间也有财产纠纷。主要表现为对于共同承担或者分摊国家赋役时的配额问题。

“同居共活”的家庭模式往往在官府簿籍上是分家的、是别籍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为一个家庭的形式。“同籍别居”的家庭模式在官府的簿籍上是不分家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则是别居异财的。如果问题到此结束也就简单多了。问题是，在“同居共活”的情况下，官府在实际管理工作上，也会把它作为一个家庭来管理，比如王盈进本人的役价就由同居者来承担；而在私人生活领域，分居的兄弟，还不承认同居的兄弟有单独处理同居弟弟的遗产的权力。在“同籍别居”的情况下，官府在授田时实际按照分家后的原则来分配土地；而在私人领域，分开过日子的严住君仍然可以干预别居的严令子家的土地佃种份额，在户内人口发生变动时，往往引发重新分配土地与赋役负担的纠纷。总之，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同”和“别”都是相对而言的。而复合的家庭形式由此得以凸现。

总之，不仅我们在统计唐代家庭人口结构的时候，不能简单从户籍上的数据出发。而且即使是确定了的家庭人口，由于古代亲族之间的经济、财产和政治、法律关系是十分复杂，二元式复合型家庭结构恐怕是古代家庭结构的常态，而不是变态。除了那些单丁之户外，其他的家庭在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同籍别居”和“同居共活”的复合式结构。在这种复合型家庭结构中，所谓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只是构成了家庭单元，而不是家庭本身。一个复合型家庭由若干个核心、主干或联合家庭单元组合而成。各个家庭单元之间存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法律关系。

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这种二元的复合型家庭结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府的强力干预有关。隋唐政府总体上说是鼓励同籍共居，反对分家析户的。朝廷曾经对此三令五申，甚至采取种种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大家庭的生活。当然，这有防止降低户等、流失赋役方面的考虑。
但是，我想这其实也是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制度内容。国家拿出一部分税收减免，来鼓励社会建立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鳏寡孤独及年迈人的生活保障制度。从这个角度理解唐朝国家极力反对父母在子孙分家析产，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国家不仅对于同籍而异财别居的复合式家庭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且对于民间“同居共活”的互相救助式的复合型家庭模式，采取容允和鼓励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更是把它视作孝悌和仁义之举。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古代家庭关系包含有一层近代社会所逐渐褪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如果稍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需要注意。一个原因是与中古转型时期家族形态密切相关。传统的世家大族门阀制度下，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大家族对于宗族属党的荫蔽十分普遍。隋朝统一以后，命令“大功以下，兼令析籍”，目的是要消解世家大族的势力，在传统世家大族制度在隋唐中央集权的打击下逐渐走向解体。在宋代“敬宗收族”新的宗族制度建立以前，宗族中或家族里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家庭之间仍然保持着某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既符合传统儒家的伦理精神，也符合社会整合与调节的需要。

第二个原因是与中古转型时期特别是唐代的法律制度密切相关。小家庭从大家庭中裂变出来，本来是古今中外家庭演变的基本轨迹。唐代法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又更加使富室多丁之家为规避徭役采取分家析产的方式。然而无论是从儒家的孝义出发，还是基于防止赋税流失的考虑，政府都是禁止父母在而别籍异居的。国家权力对家庭结构进行强力干预的结果，反映在户籍制度上就出现了种种变通办法：或者强令与尊亲合籍，或者承认同籍异财的合法地位，规定析户后仍然要负担析户前的差科；或者在派遣差科时通计本已分居的大家与小家的丁口来派遣差役，等等。这些并不是地方官府欺瞒中央在户籍问题上造假，而只是由于儒家理想与现实之间、法律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传统的家族制度还无法反映这种差距，从而导致分家析产后大家与小家关系的复杂化。于仕宦之家，或为救助亲属的美谈；于普通人家，则很可能象吐鲁番文书中所显示的那样因“同居共活”引起的种种财产纠纷。

唐宋时代赋役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产为宗的征收赋役原则的改变，促使国家权力逐渐地不再十分在意分家析产所带来的赋税损失，亦即不再着意于将分开的家庭在差科簿上人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国家对于家庭制度的行政干预也就相应地减弱了。宋代以后的法律虽然也反对父母在而分家析产，但是只是具文而已，象唐代那样强令与尊亲合籍的事不再出现。宋代以后新的宗族制度建立了族学、族产与族田，也力图从制度上保证大家族之外贫困小家庭的生存问题。通过宗族内部成员救助行为的规范化，反而简化了分家析产后大家与小家的关系，从而也带来了社会上家庭结构相应的变革。于是唐代盛行的士大夫之家个人的救助行为变成宗族内部规范化的救助行为，中古古代社会保障制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唐宋社会变革的时代特征。

 （张国刚，1956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中国家庭史”的中期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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